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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 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 515
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
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
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

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
工为辅类型; 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
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 搬迁
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
用;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家庭收入、银行贷款、就
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扶时期
需从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大信贷力度，做好土地资源的增收，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注

重县域产业培育等入手。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少数民族地区; 易地扶贫搬迁; 生计选择; 耦合协调类型; 后续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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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易地扶贫搬迁是为解
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特殊扶贫方式，具有

空间跨度大且涉及多重社会问题等特点，实践中

以城镇化集中安置的方式为主，并呈现出“从无
到有再到无”的螺旋式演进动态过程，不仅涉及
空间转换和资源整合，还包括可持续生计能力建

设和产业培育有序衔接等问题。由此带来的易
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
等政策的改变，必然直接冲击易地扶贫搬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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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改变自然、社
会、人力、金融和物质等生计资本的构成和组合
应用，从而影响以就业为基础的核心生计，进而

可能带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转型与

可持续发展。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
开的材料可知，2020年 12月，国家脱贫攻坚任务
完成后，怒江州 26. 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其中易地扶贫搬迁 10 万人［2-3］。当下，西
部地区为高质量完成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
在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战略的过程中，避免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

搬迁后移民生计恶化或再度返贫问题值得关注。
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策略选择、转化与生计后果
直接相关，因此，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

迁后的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的影响因素显得尤

为重要，这关系着国家“十四五”时期少数民族
地区易地搬迁脱贫移民的生计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十四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
迁移民家庭生计的发展关键在于生计策略的选

择，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考虑不同生计策略

间的转换及两者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回答好
此问题:一方面，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搬迁

移民的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 另一方面，以

怒江州为例，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探讨生
计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

响，同时分析生计策略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

的移民家庭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
类型转化的影响因素。通过此次研究，旨在更加
清楚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

计选择及生计发展规律，对具有不同生计资源禀

赋的搬迁移民进行精准帮扶，进而实现后扶时期

搬迁移民生计的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是移民空间转换和资源重组

的过程。移民经历了从分散居住的村落汇聚到
新建城镇社区，易地搬迁社区呈现出“新主体陌
生人社区”的结构特征［4］。与此同时，易地扶贫
搬迁移民实质上经历了空间性的再造，由乡土性

的空间性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性，如此剧烈的空

间再造将会给搬迁移民的生计适应带来较大困

难［5］。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结构与空间
关系发生改变，移民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传统生计方式均发生改变［6］，这种现代化转变对

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更为艰难。如，有学者对广
西易地搬迁移民的研究发现，搬迁户的兼业行为

趋势明显，纯农户的比例下降［7］。生计策略选择
是脱贫移民后期扶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易地扶贫

搬迁一方面实现了移民从农村向城市、城镇、乡
镇的空间转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移民居住环境

优化、就业机会增多等资源禀赋变化。受以上观
点的启发，此次研究框架从空间转移、资源禀赋
变化等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

移民选择何种生计策略能够实现生计的协调发

展，以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和转换的影

响。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
略与生计行为选择存在何种内在关联，这亦是有

待系统探究的问题。
1. 生计资本的差异及其后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关注移民生计资源禀

赋的优化组合。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
开始将生计问题应用于扶贫领域与农村发展的

研究［8］。如，Chambers 等提出生计是谋生的方
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之上［9-10］; 自
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
本这 5种生计资本是生计的核心内容，且不同的
资产组合可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11-12］; Mcdowell
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迁移与可持续生计的关

系［13］。搬迁后，移民原有的生计资本存量及结
构发生改变，需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移民可持

续生计的累积能力［14］。目前，国内学者在可持
续生计框架下，就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

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如，严登才通过对
比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发现，搬迁对移

民生计资本造成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自然资

本损失、人力资本积累薄弱、社会资本功能弱化
等［15］，同时，搬迁安置时间［16］、安置方式［17］等因
素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亦产生了不同影

响。有学者对农户生计资本分析发现，农户拥有
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的余地越大，从

而越能够提高生计水平［18-20］。在不同生计资本
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生计活动的相互结合有助于

生计策略的最终实现［21］，而生计策略的选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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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是在家庭收入、资源配置和风险之间寻求最
优平衡的过程［22］。刘伟等发现，不同类型移民
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3］，因此需

要针对搬迁后移民家庭面临的生计资本损失、生
计策略转变进行精准扶持［24］，以实现生计协调

发展。
从已有研究可知，不同类型移民搬迁后的生

计资本变化差异较大。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易地
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如何变化? 不同生计策略

的移民生计资本如何? 本研究将使用定量研究

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在展望易地扶

贫搬迁整体效用和少数民族移民生计变迁方面

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以此构成第一个研究议题。
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类型
在探究生计资本如何变迁的基础上，还需厘

清现阶段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如何? 哪种

生计策略下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状态最优? 这

些都是后期扶持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耦合是指
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联系［25］，耦合
协调度的值越高，表明不同体系之间的耦合协调

程度越高。李聪等分析陕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对农户“福祉－生态”耦合模式的影响发现，收入
来源为外出务工汇款的家庭生计多样化水平较

高，生态依赖度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家庭，耦合模

式最优［26］; 孙特生等引入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模型评判牧区各项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认

为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有
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
复力［27］; 赵雷等通过对比西南林区水电移民安

置区内移民与非移民的生计资本及生计稳定性

耦合协调度发现，相较于非移民而言，移民生计

资本增长与生计稳定性发展脱钩程度较深，易遭

受潜在的生计风险，从而造成生计脆弱性［28］。
基于已有研究，此次第二个议题着重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

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现状，即搬迁前后少数民族地

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

合协调度如何? 哪种生计策略更能促成生计协

调发展? 这亦是一个尚未受到关注的新讨论点，

有助于评价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

效益，并有利于剖析少数民族移民在转型期等多

维因素驱动下的生计选择。

3. 生计策略与生计行为选择的影响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类

型的基础上，亦需要关注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对

生计行为选择、不同生计策略之间转换的影响。
已有研究提出，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

基础［29-30］，且扶贫搬迁效果的关键在于搬迁农户

选择的生计恢复策略［21］。研究发现，农户生计
策略是根据生计资本禀赋所做出的行为策

略［31］，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

的余地就越大，从而越能提高生计水平［18-20］。在
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生计活动的相

互结合有助于生计策略的最终实现［21］。根据研
究主题的不同，学者们虽然对生计策略的分类有

所差异，但都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纳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

析［25，29，31］。此外，不同类型移民的生计策略和生
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1］，如农业和非农业为主的

移民生计策略影响有显著差异［32］; 自然资本、物
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好的移民一般采取以农业

为主的生计策略为家庭增收，而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好的移民一般采取非农业为

主的生计策略［30，33-35］。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同
生计资本将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行为的选

择产生何种影响? 随着其生计资本结构和水平

的变化，生计资本又将如何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间

的转换? 上述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综上，相关学者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

计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均有一定研究，亦取得了

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后期扶持的关键是实现
移民在迁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的重点是移民

生计的协调发展，而进一步就应该探讨在空间转

换与资源重组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生计策略，

因为这是移民对家庭生计资源禀赋进行重新配

置的决策和过程。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本研究对
少数民族地区生计资本变化、不同生计策略移民
的生计资本差异、生计资本对移民生计行为选择
产生的影响和生计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转换的

影响等进行探讨。
4. 分析框架的构建
易地扶贫搬迁是移民空间转换和资源重组

的过程，搬迁后，移民实现了“人”的空间转移，
但如何实现“人”在迁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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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解决移民生计的协调，重点在于空间转换与

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其实质是

移民家庭通过评估所拥有的生计资源禀赋达到

资源的重新配置。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可知，深
度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以下特点: 搬迁前，移

民群体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基本生活在高寒的

半山腰，文化程度低，汉语普及率低，绝大部分从

事农业生产生活，土地依赖性高，生计策略单一，

家庭收入低;搬迁后，基本为无土安置，生计转型

条件受限，但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移民就业机会

增多，家庭收入提升较好，生计策略的选择差异

较大，其生计策略更易受到资源禀赋和调控政策

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注:虚线框不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分析，主要为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影响过程作用机理的补充。

图 1 分析框架

①易地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受空间转移和资
源禀赋变化的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方水
土养不好一方人”的扶贫政策，一方面实现了易
地搬迁移民从农村向城市、城镇、乡镇的空间转
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移民居住环境优化、就业
机会增多、就业能力提升、土地资源盘活、增收机
会增多等资源禀赋的变化。毫无疑问，空间的转
移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会影响易地搬迁移民的生

计活动。
②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及类

型差异。主要分析搬迁前后移民的生计资本与
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及类型差异，同时考虑不

同生计策略，旨在更好地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政

策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分析哪种生计策略的生计

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更好。
③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参考

已有研究并结合怒江州易地搬迁移民实际的生

计行为，将生计策略分为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

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三
种。其中，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以种植、养殖
为主，并在闲暇时间就近或外出务工，但务工时

间占比较小;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以外出务工

和就近打工为主、种植和养殖等为辅，但种植和
养殖等务农时间占比较小;生计多样类型包含两

种以上的生计方式，是务农、务工、自主经营等多
种方式的结合。

④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考虑
生计资本是如何影响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的转化，
通过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选取五类生计资

本( 表 1) 。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 数据来源
“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960多万人。在西部地区的易地扶贫
搬迁贫困户中，有691. 84万人既处于生态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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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计资本指标类型和取值

资本类型 具体测量指标 /单位 变量 权重 赋值

自然资本

户有耕地面积 /m2 N1 0. 50 户有水田面积、旱地面积、林地面积相加的总面积
户居住地生态环境 N2 0. 25 Likert量表法: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5分
户耕地质量 N3 0. 25 Likert量表法: 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5分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 /m2 P1 0. 30 搬迁房面积

家有资产 P2 0. 40 摩托车、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液化气灶、自来水，有一项计 1，最
大 7分，最小 0分

房屋结构 P3 0. 30 土木、砖木、瓦砖、混凝土分别赋值 1～4分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 /元 F1 0. 60 家庭年收入 /家庭人口数
能否贷款 F2 0. 13 能否金融机构( 银行、信用社) 获得贷款，能赋值 1，不能赋值 0
能否借款 F3 0. 13 能否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借款，有赋值 1，没有赋值 0
是否有银行存款 F4 0. 13 是否在金融机构( 银行、信用社) 有存款，能赋值 1，不能赋值 0

社会资本

人际交往 S1 0. 25 Likert量表法: 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5分
人情往来开支 /元 S2 0. 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开支总额
人情往来次数 S3 0. 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次数

人际信任度 S4 0. 25 Likert量表法: 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
分别赋值 1～5分

人力资本

是否接受相关技能培训 H1 0. 40 接受相关技能培训赋值 1，没有赋值 0
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 H2 0. 30 参加农村合作社赋值 1，没有赋值 0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 H3 0. 30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

区又处于深度贫困区，占比分别为 74. 98%和
73. 04%［36］。其中，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人数
为 99. 6万人，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
3个省份之一，占比 10. 42%，而怒江州总人口
55. 4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10 万人［3，37］。
由于怒江州是三区三州和直过民族地区，同时

也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以及人口较少民族

最多的自治州，曾是集“边疆、民族、直过、山
区、贫困”问题为一体的国家层面深度贫困地
区，因此，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后如何避免移民

生计恶化或大规模返贫问题值得关注，对其他

地区亦有借鉴意义。
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州多为高山峡谷地

貌，76. 6%的耕地坡度在 25 度以上。受资源、
区位等影响，该地区群众曾靠山吃山，以传统的

小农经济为主，收入依赖耕种与养殖。脱贫攻
坚期间，怒江州实施了 10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
迁，占怒江州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贫困人口的
三分之一［3］。易地扶贫搬迁后，该地区重点盘
活宅基地、承包地、山林地资源，以农村合作社
为基础，发展药材种植、蔬菜种植等特色现代农
业; 借助东部和西部的协作与帮扶，开展劳务输

出，提升就业。此外，怒江州大力建设基础设
施，以旅游带动发展，将高山峡谷特色风景作为

重要扶贫产业。由于怒江州特殊的地势地形及
生态环境，搬迁户基本都安置在市、县、乡镇周

边，为无土安置。受怒江州土地政策的影响，部
分移民仍可定期回迁出地耕种或参加农业合作

社进行农业生产。
本研究主要在怒江州深度贫困地区采取实

地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所
调研搬迁户的搬迁时间约为一年半。在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根据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

区的实际情况，按照 1户 1份的原则，分别在泸
水市 TY 社区、DLT 社区安置点发放问卷 150
份，兰坪县 YA安置点、ZH安置点发放问卷 250
份，福贡县 SYL 安置点、ZZL 安置点发放问卷
15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515份，调查涉及 2352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少数民族搬迁户
占比 98. 3%，涵盖了怒族、独龙族等直过民族。

2. 模型构建
一方面，采取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

协调度模型分析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

生计发展的现状; 另一方面，采取 Logistic 回归
模型分析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预测生计

资本对不同生计策略之间转换的贡献率。
( 1) 变量设置与指标选取
通过借鉴已有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生

计资本的二级指标( 表 1) 。选取五类资本共
17个二级指标构成生计资本，选取家庭资产多
元化、人际信任度、非农就业人口数等指标测度
生计稳定性［25］，从而构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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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在回归模型中，
自变量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
资本和人力资本共五类生计资本。自然资本包
括户有耕地面积、户居住地生态环境、户耕地质
量，物质资本包括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房屋结
构，金融资本包括人均年收入、能否贷款、借款
能力、银行存款，社会资本包括人际交往、人情
往来开支、人情往来次数、人际信任度，人力资
本包括是否接受相关技能培训、是否参加农村
合作社、家庭非农就业人口。
由于生计资本的具体指标计量单位不同，

参考已有研究［14］，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使指标

值均处于 0～1，并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易地扶
贫搬迁家庭单项生计资本总水平和生计资本综

合水平，得出介于 0～1的综合指数。
( 2)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

模型

用生计稳定性反映搬迁移民生计发展与恢

复现状可更为准确，通过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

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搬迁移民

生计资本与生计发展的机制。耦合协调度是反
映不同体系和内在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和
协调的机制，耦合协调度的值越高，表明不同体

系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

C =

s1 s2

s1 + s2
2( )

1
2











1
2

( 1)

D = ■CT = C( a1s1 + a2s2■ ) ( 2)
式中: C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度; s1 为
生计资本总值，通过生计资本二级指标值加权

而得; s2 为生计稳定性综合值，通过各指标值加
权而得; D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
调度; T 为生计资本总值与生计稳定性总值的
综合值［25］。其中，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处于
同等重要地位，即a1 和a2 分别占 50%。耦合协
调类型划分详见表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及类型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值

失调衰退类型 ［0，0. 2)
稳定恢复类型 ［0. 2，0. 5)
过渡发展类型 ［0. 5，0. 8)
协调发展类型 ［0. 8，1］

( 3) Logistic回归模型
建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和生

计转换的 Logistic回归模型，将生计策略作为因
变量( Y) ，涵盖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
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三种。因变量
是一个多元变量，是指搬迁移民如何根据安置

区的资源和自身可利用的资源禀赋选择有效的

生计策略，以实现不同资产优化、组合来应对风
险和冲击，并在不同生计策略的转变中寻求生

计协调发展的目标。
基于二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
样类型的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模型( 3) 中，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定义py1 = 1，若不是则
py1 = 0; xi为解释变量，b10+b11x1+，…，+b1mxi为待
估计系数; 模型( 4) 和模型( 5) 依此类推。增加
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模型共线性问题、Ｒ
方、HL检验的数值，以解释模型是否成立。公
式如下:

ln［py1 / ( 1 － py1) ］= b10 + b11 x1 +，…，+ b1m xi

( 3)
ln［py2 / ( 1 － py2) ］= b20 + b21 x1 +，…，+ b2m xi

( 4)
ln［py3 ∕( 1 － py3) ］= b30 + b31 x1 +，…，+ b3m xi

( 5)
为揭示搬迁移民不同生计策略间的转化规

律，采取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赋值为 0，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
型赋值为 1，生计多样类型赋值为 2，以农业为
主务工为辅类型作为参照，并在模型中增加模

型共线性问题、似然比检验、Ｒ 方的数值，以解
释模型是否成立［38］。
ln( py2 ∕py1 ) = b210 + b211 x1 +，…，+ b21m xi

( 6)
ln( py3 ∕py1 ) = b310 + b311 x1 +，…，+ b31m xi

( 7)
公式( 6) ( 7) 中，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农业

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则定义py1 = 1; 搬迁移民生
计策略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则定义py2 =
2;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生计多样类型，则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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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3 = 3; b210 +b211 x1 +，…，+b21m xi和b310 +b311 x1 +，
…，+b31mxi为待估计系数，解释自变量的 1 个单
位上升或降低所引起因变量的上升或下降，如果

b大于 0，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转化发生
率会因自变量的上升而上升;如果 b小于 0，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转化发生率会因自变量

的上升而下降。xi为因变量的解释变量
［29］。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类型
由表 3可知，搬迁后，怒江州移民的生计资

本为 0. 344 3，相比搬迁之前的 0. 285 4 有较大
提升，但仍处于不可持续阶段。其中，社会资本
搬迁前为 0. 088 1，搬迁后为 0. 063 5，移民的社
会网络被打破，且短时间内难以构建新的社会

网络; 自然资本搬迁前为 0. 074 0，搬迁后为
0. 071 7，这是因为州政府重视迁出地的宅基
地、承包地、山林地等土地资源流转; 物质资本
搬迁前为 0. 053 2，搬迁后为 0. 111 9，如安置区
的混凝土钢筋结构楼房，安全性高，提升了移民

生计风险应对的能力; 人力资本搬迁前为

0. 034 5，搬迁后为 0. 064 8，主要是州政府重视
移民后续就业培训，移民的就业技能提升较好;

金融资本搬迁前为 0. 035 7，搬迁后为 0. 032 4，
由于从农村到城镇后生活支出增加及搬迁导致

生计重构，社会网络重建需要时间，由此导致金

融资本略有下降。
表 3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 搬迁前 搬迁后

自然资本 0. 074 0 0. 071 7
物质资本 0. 053 2 0. 111 9
金融资本 0. 035 7 0. 032 4
人力资本 0. 034 5 0. 064 8
社会资本 0. 088 1 0. 063 5
总 值 0. 285 4 0. 344 3

采用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

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

发展的机制( 表 4) 。模型显示，搬迁前，怒江州
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属

于稳定恢复期的中期，生计资本、稳定性、耦合
度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这说

明搬迁前移民生计资本值较低，生计以农业为

主并且生计策略单一。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

表 4 不同生计策略、生计资本系统与

生计稳定性数据

时间
生计
策略

样本
占比 /%
生计资本
综合值

生计稳定
性综合值

耦合度
耦合
协调度

搬
迁
前

搬
迁
后

总样本 100 0. 285 4 0. 456 5 0. 462 5 0. 414 2
农业为主型 85. 4 0. 272 5 0. 440 5 0. 441 3 0. 396 4
务工为主型 9. 9 0. 294 5 0. 467 9 0. 465 9 0. 421 3
生计多样型 4. 7 0. 292 2 0. 451 7 0. 458 4 0. 412 8
总样本 100 0. 344 3 0. 429 8 0. 487 7 0. 429 8
农业为主型 23. 1 0. 333 3 0. 360 1 0. 441 5 0. 391 0
务工为主型 45. 2 0. 363 4 0. 434 2 0. 492 8 0. 443 1
生计多样型 31. 7 0. 364 1 0. 474 5 0. 509 8 0. 462 2

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的

中后期。与搬迁前相比，生计资本、稳定性、耦
合度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这

说明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续扶持的推进、

家有生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和非农就业人口数的

上升，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在持续性增加。然
而，搬迁移民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期

的中后期，仍与过渡发展期、协调发展期有较大
差距，这是因为搬迁后移民短时期生计适应和

转型依然存在困难，同时，由于产业发展未能及

时匹配就业，从而影响生计。因此，后期扶持策
略对于解决移民生计发展如何从“稳定恢复
期”到“过渡发展期”再到“协调发展期”就显得
尤为关键。
虽然搬迁导致移民家庭的生计稳定性降

低，但不同类型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生计资本、

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仍在递增。而
且，无论是搬迁前还是搬迁后，相比以农业活动

为主的移民家庭，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移民家

庭在生计资本、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
均呈递增趋势。这样的“递增现象”在搬迁后
更加明显，由此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调整

贫困家庭生计资源禀赋、优化贫困家庭生计耦
合度方面具有明显效果。此外，搬迁后生计策
略以非农业为主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生计稳
定性耦合协调度均高于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家

庭。因此，探究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化的影响因
素至关重要。

2. 搬迁移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 4 可知，搬迁后有 45. 2%的移民从

事务工为主型的生计策略，31. 7%从事生计多
样型的生计策略，23. 1%从事农业为主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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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策略。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
计资本与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24］，无论是搬迁

前还是搬迁后，生计策略为非农业类型的移民

家庭收入均高于农业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因
此，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是提

升家庭收入和生计协调发展的关键。

表 5 不同生计策略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

变量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 模型 1)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 模型 2) 生计多样类型( 模型 3)

回归系数( β) Wals Exp( β) 回归系数( β) Wals Exp( β) 回归系数( β) Wals Exp( β)

N 1. 93 0. 14 6. 90 －1. 67 0. 15 0. 19 0. 49 0. 01 1. 63
P －1. 86＊＊＊ 8. 73 0. 15 0. 25 0. 23 1. 29 1. 26＊＊ 4. 65 3. 53
F －0. 15* 3. 38 0. 86 －0. 02 0. 17 0. 98 0. 16＊＊ 4. 08 1. 17
S 0. 125 0. 18 1. 13 0. 42* 2. 46 1. 52 －0. 52* 3. 92 0. 59
H －2. 95* 3. 40 0. 05 1. 54* 1. 48 4. 68 0. 43 0. 09 1. 53
常数项 －5. 60 10. 9 0. 01 1. 48 1. 09 4. 39 1. 10 0. 53 3. 00

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 17. 952＊＊＊ 4. 899* 14. 074＊＊

Nagelkerke Ｒ方 0. 156 0. 113 0. 140

H－L拟合优度
8. 752
( P=0. 364)

1. 599
( P=0. 591)

6. 576
( P=0. 583)

样本数 /户 119 233 163

注:①＊＊＊，＊＊，* 分别为 p＜0. 01，p＜0. 05，p＜0. 1。②根据 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 1、模

型 2、模型 3的显著水平分别为 P＜0. 01、P＜0. 1、P＜0. 05。表示本次拟合的模型中，模型总体有意义。③模型 1、模型 2、模型 3中各

自变量的 VIF 系数为 1. 007 ～ 1. 017，平均值皆小于 5，由此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

断，整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根据 H－L检验，模型 1卡方值为 8. 752，显著水平为 0. 364，模型 2卡方值为 1. 599，显

著水平为 0. 591，模型 3的卡方值为 6. 576，显著水平为 0. 683，可以判定本文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
对不同生计策略潜在的影响( 表 5) 。模型 1 显
示，在统计学意义上，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

后，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

型的生计策略有负向作用的是物质、金融、人力
三类资本，这说明拥有这三类资本越多，易地搬

迁移民采取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

概率越小。模型 2 显示，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作用

的是社会和人力两类资本，这说明拥有这两类

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务工为主农业为

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大。模型 3 显示，对
易地搬迁移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有

正向作用的是物质、金融两类资本，这说明拥有
这两类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生计多样

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大。同时，对易地搬迁移
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有负向作用的

是社会资本，这说明拥有社会资本越多，易地搬

迁移民采取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小。

究其原因: 首先，由于生态较脆弱、搬迁移

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经济落后等因素，深度
贫困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以城镇集中安置

的方式为主，搬迁后，移民家庭生产生活的工具

数量、就业机会、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参与
增多，这使得移民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的概率

变大，大多数移民可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转

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其次，实地调研发现，

以务工为主的移民多有受教育水平较高、适应
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好等特点，能快速重建新的

社会网络并学习新的就业技能从而进行生计转

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提升搬迁移

民的就业机会。再者，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搬
迁移民多有家庭存款和生产工具较多的特点，

搬迁移民更倾向通过入股合作社、承包工程、自
主创业等形式进行资本的再积累。最后，由于
城镇化安置，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绿色农业产

品价格较高，可获得可观的收入，搬迁移民能通

过社会网络的扩展得到少数民族特色绿色农业

产品的相关信息，因此，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搬

迁移民越可能会从事农业生产，因而降低其采

取非农业生计策略的概率。
3.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因素
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

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潜在影响( 表 6) 。模型显
示，在统计学意义上，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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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的

多项式 Logistic回归模型

生计
类型

变量
回归系数

β 标准误
Wald
检验

Exp( β)

务工
为主
农业
为辅
类型

生计
多样
类型

自然资本 －2. 395 5. 563 0. 185 0. 091
物质资本 1. 566＊＊ 0. 674 5. 394 4. 788
金融资本 0. 101 0. 085 1. 412 1. 107
社会资本 0. 164 0. 354 0. 213 1. 178
人力资本 3. 159* 1. 702 3. 445 23. 548
常数项 5. 050＊＊＊1. 852 7. 431 －
自然资本 －1. 186 5. 947 0. 040 0. 305
物质资本 2. 315＊＊＊0. 742 9. 729 10. 123
金融资本 0. 224＊＊ 0. 096 5. 474 1. 251
社会资本 －0. 416 0. 341 1. 491 0. 660
人力资本 2. 635* 1. 822 2. 092 13. 941
常数项 5. 142 1. 961 6. 874 －
似然比检验
(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Chi-square= 30. 697＊＊＊

Nagelkerke Ｒ方 0. 166
样本数( 户) 515
注:①参考类别是: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②＊＊＊，＊＊，* ，

分别为 p＜0. 01; ＊＊，p＜0. 05; * ，p＜0. 1; ③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VIF系数为 1. 007～1. 017，平均值皆小于 5，由此判断各变量之

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断，整

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在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

有两个，一个是似然比检验(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另一个

是拟合优度检验( Goodness-of-Fit) ，相比之下似然比结果更加

稳健，因此，本研究采用似然比检验模型拟合优度，卡方值为

30. 697，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01，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模型整体

有意义。

关键因素为人力、物质两类资本。从生计策略
的转化贡献率 Exp( β) 可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对其转变有正向影响，其他自变量不变时，人

力、物质资本每增加 1个单位，易地搬迁移民由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

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分别上升 23. 548 倍、
4. 788倍。原因在于，该地区地处西南边陲，交
通不便，资源禀赋较弱，移民选择农业为主的生

计策略主要受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且

后者会造成移民家庭的机会贫困和资源贫困。
易地搬迁使移民实现了空间转移和资源禀赋重

组，为其提供了就业技能培训和生产生活工具，

大大提升了外出和就近务工的就业机会，尤其

是怒江州与珠海地区的协作策略，较大提升了

移民就业机率，改善了移民机会和资源贫困问

题。因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升推动着
搬迁移民放弃农业生产生活转而投向劳动收入

更高的务工生计。

模型显示，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

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变的关键因素为人

力、金融、物质三类资本，且均对其转化有正向
影响。从生计策略转化的贡献率 Exp( β) 可知，
其他自变量不变时，人力、金融、物质资本每增
加 1 个单位，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
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

就分别上升 13. 941 倍、10. 123 倍、1. 251 倍。
人力资本指标中的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参与就

业技能培训人数的提升，带动了金融资本和物

质资本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和家庭生

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同时，家庭收入和家庭生
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又进一步为其从事经营性生

产提供了资本。如，移民家庭可分时段进行生
计活动，收获季节参与特色农产品合作社的经

营，耕种季节进行农业耕种，闲暇时经营商铺或

就近务工，而且生计多样类型的搬迁移民往往

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和适应能力。
4. 生计资本对搬迁移民生计策略转化的

影响

模型( 表 7) 显示，在统计学意义上，影响易
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

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变的因素有五类。在人力、
物质、金融资本指标中，就业技能培训( H1) 、家
庭非农人口数( H3) 、家有资产数量( P2) 、人均
年收入( F1) 、家庭存款( F4) 对其转变具有影
响。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就业技能培训
( H1) 、家庭非农人口数( H3 ) 、家有资产数量
( P2) 、人均年收入( F1) 每增加 1 个单位，搬迁
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

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将上升 1. 455
倍、4. 793倍、2. 880 倍、13. 798 倍; 其他自变量
保持不变时，家庭存款( F4) 每增加 1 个单位，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

农业为辅类型的转化发生率将降低 0. 658倍。
究其原因: 首先，针对能力贫困和收入贫

困，深度贫困地区的移民搬迁到城镇周边，就业

培训和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仍是生计适应、生
计转型和提高家庭收入的主要策略。搬迁前，
85. 4%的移民主要从事收入较低的农业生产生
活; 搬迁后，城镇生活成本升高，在大量就业培

训和东西部协作的背景下，45. 2%的移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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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指标生计策略选择的

多项式 Logistic回归模型

生计
类型

变量 回归系数 β 标准误 Wald检验 Exp( β)

务
工
为
主
农
业
为
辅
类
型

生
计
多
样
类
型

N1 －0. 450 0. 733 0. 377 0. 637
N2 0. 434 0. 607 0. 510 1. 543
N3 0. 334 0. 514 0. 423 1. 397
P1 0. 948 0. 773 1. 502 2. 580
P2 1. 058* 0. 628 2. 841 2. 880
F1 2. 625＊＊＊ 0. 963 7. 430 13. 798
F2 0. 302 0. 393 0. 590 1. 353
F3 0. 024 0. 254 0. 009 1. 024
F4 －0. 379* 0. 294 1. 657 0. 685
S1 0. 467 0. 429 1. 189 1. 596
S2 0. 801 1. 088 0. 542 2. 228
S3 －0. 479 2. 319 0. 043 0. 620
S4 －0. 252 0. 590 0. 183 0. 777
H1 0. 375* 0. 242 2. 408 1. 455
H2 0. 125 0. 332 0. 142 1. 133
H3 6. 173＊＊＊ 0. 867 5. 060 4. 793
常数项 －0. 989 0. 696 2. 020
N1 －0. 501 0. 857 0. 342 0. 606
N2 0. 984* 0. 673 2. 141 2. 676
N3 －0. 031 0. 555 0. 003 0. 969
P1 1. 794＊＊ 0. 835 4. 618 6. 016
P2 1. 312* 0. 685 3. 669 3. 714
F1 2. 783＊＊＊ 0. 984 8. 002 16. 172
F2 0. 699* 0. 409 2. 917 2. 012
F3 －0. 301 0. 284 1. 127 0. 740
F4 0. 301 0. 299 1. 015 1. 351
S1 －0. 053 0. 463 0. 013 0. 949
S2 0. 013 1. 289 0. 000 1. 013
S3 －2. 144 2. 841 0. 569 0. 117
S4 －0. 952* 0. 623 2. 336 0. 386
H1 0. 409* 0. 261 2. 457 1. 506
H2 －0. 186 0. 364 0. 260 0. 830
H3 9. 468＊＊＊ 0. 964 9. 646 1. 294
常数项 －1. 227 0. 754 2. 646
似然比检验
(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Chi-square= 53. 897＊＊＊

Nagelkerke Ｒ方 0. 213
样本数( 户) 515
注:①参考类别是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②＊＊＊，＊＊，* ，

分别为 p＜0. 01; ＊＊，p＜0. 05; * ，p＜0. 1。③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VIF系数为 1. 06～1. 472，平均值皆小于 5，由此判断各变量之

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断，整

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在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

有两个，一个是似然比检验(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另一个

是拟合优度检验( Goodness-of-Fit) ，相比之下似然比结果更加

稳健，因此，本研究采用似然比检验模型拟合优度，根据模型

似然比检验结果，卡方值为 53. 897，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01，具

有统计学显著性，模型整体有意义。

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数据显示，务工为主农
业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比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高 18%，
基于经济理性，搬迁移民更愿意参加更多的就

业技能培训以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业生产生

活。其次，针对机会贫困，在东西部协作政策的
影响下，移民到城镇生产生活，非农业就业机会

增多。相比农业生产，就近或外出务工就业可
获得相对较高的家庭收入，只要家庭 1 人就近
或外出务工，其获得的可观收入就会产生连锁

效应，搬迁移民家庭就会有更多人选择务工而

不是务农。伴随务工获得相对较高的报酬，搬
迁移民会购买更多的家有资产( 如摩托车、家
用小汽车等) 以方便外出务工。最后，搬迁之
前，由于该地区移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而

农业生产周期长，容易遭受自然灾害，面对生计

风险，家庭存款对应对家庭的生计风险有重要作

用。当移民可通过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存款以
抵御生计风险，就很难让其放弃农业生计; 反之，

其更愿意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模型显示( 表 7) ，影响易地搬迁移民由农

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变的因

素有八类。在金融、物质、人力、自然和社会资
本具体指标中，人均年收入( F1 ) 、能否贷款
( F2) 、房屋面积( P1) 、家有资产数量( P2) 、就
业技能培训( H1) 、家庭非农人口数( H3) 、居住
地生态环境( N2) 、人际信任程度( S4) 对其转
变具有影响。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人均年
收入( F1) 、能否贷款( F2) 、房屋面积( P1) 、家
有资产数量( P2) 、就业技能培训( H1) 、家庭非
农人口数( H3) 、居住地生态环境( N2) 每增加 1
个单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

生计多样类型的转变发生率将分别上升

16. 172倍、2. 012 倍、6. 016 倍、3. 714 倍、0. 830
倍、1. 294 倍、2. 676 倍; 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
时，人际信任程度( S4) 每增加 1 个单位，搬迁
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

的转化发生率将降低 0. 386倍。
究其原因: 首先，家庭人均年收入和贷款能

力是搬迁移民进行非农经营性生产生活的基

础，城镇中经营店铺需要资金周转，在资金不足

的情况下，移民的贷款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具体指标中，家

庭资产为其开展经营性生产生活提供生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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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家庭非农业就业人口数越多，其务工或开展

经营性生产活动的可能性就越高，家庭收入增

加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也就越有利于多样化生

计资本的积累。再次，移民的安置社区生态环
境越好，越能让其“稳得住”，也就越有利于移
民在迁入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最后，搬迁
前，多数村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人际信
任度和互助行为相当高; 搬迁后，多民族、不同
村寨的搬迁移民安置在同一个安置点，以“地
缘”关系为纽带，人际信任度和互助行为下降，
可能会导致其放弃单一生计，不得不从事多种

生计来降低生计风险。

四、结论、政策建议与进一步讨论

1. 研究结论
一方面，从多维空间理论出发，部分学者认

为乡土性的空间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将会给搬

迁移民带来较大的生计适应困难［5］，但是此次

研究显示( 表 3) ，搬迁后，虽然怒江州少数民族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仍然较弱，但其

生计资本相比搬迁前提升了 20. 6%。模型分
析亦显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

型属于稳定恢复的中后期，虽然与协调发展仍

有较大差距，但耦合协调度高于搬迁前，并且搬

迁后不同生计策略的耦合协调度也高于搬迁

前。因此，对于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移民而言，
易地扶贫搬迁成功改善移民“空间”，体现了中
国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问题的有力措施。根据表 4可知，搬迁后，移民
的生计转型较大，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减少了

62. 3%，但仍有 23. 1%的移民以从事农业生产
生活为主; 另有 45. 2%的移民以从事务工生产
生活为主，31. 7%的移民以从事生计多样型的
生计策略为主。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和耦
合协调程度不一致是受生计资本制约的结果，

不同生计资本如何影响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
如何更好地发展是后期扶持的关键。而表 5 的
研究结果显示，人力、金融和物质三类资本对易
地搬迁移民采纳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

策略有负向影响，以农业为主的移民群体多为

中老年群体，该群体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相比
青年人较差，为此需关注此类群体的其他资本;

人力和社会两类资本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务工

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以

务工为主的群体多为青年人，非农就业技能和

关系网络是其生计发展的焦点; 金融和物质两

类资本均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

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这类移民多为受教育较

好的群体，融资能力、生产工具多元化是其生计
发展的重点。
另一方面，从城镇化的安置方式来看，易地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的转变是必然的。根据表 4
可知，搬迁后的移民生计转型较大，而且生计策

略以务工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的生计资本、生
计稳定性、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均好
于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家庭。空间的转移导致
资源禀赋的变化，进而导致生计结构和生计策

略的调整，在后期扶持中，移民生计策略从农业

转向非农业是生计适应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进
一步统计分析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易地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

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就具体资本指
标而言，家庭存款对其转化有阻碍作用; 家庭资

产、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家庭非农就业人
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城镇化安置使移民

家庭多了非农业类型的就业机会，但就业竞争

力也对其掌握的就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就业不足的情况下，移民家庭可能需外出务工，

此时家庭收入的积蓄就较为关键。此外，物质
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易地搬迁移民由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

关键因素。就具体资本指标而言，社会信任对
其转化有降低作用，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
积、家有资产、家庭人均收入、银行贷款、就业技
能培训、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
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曾经深度贫困的少数
民族地区，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策略是短期

内增加移民家庭收入、稳定就业的关键。在城镇
化安置的时代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少数民

族移民生计行为的影响效果值得继续关注。
2. 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必须要做好

贫困治理逻辑的转换，即从地域资源匮乏的绝

对贫困治理向可行性能力的相对贫困治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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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从国家主导的“拔穷根”“挪穷窝”到政府引
导、社会市场协同、搬迁移民参与的转型，再到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县域融合发展战略的有效

衔接。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以产业带
动就业，注重县域产业培育和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加强东西协作，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在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协调城乡发展的驱动双

轮，这两个战略都以“人”为核心，强调以产业
发展为重点。长远来看，要实现易地搬迁移民
可持续发展，应注重安置区的县域产业培育，支

持迁入地县域融合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

注重特色产业的壮大发展以为移民提供就近务

工的机会。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策略是短
期内增加脱贫移民家庭收入、稳定就业的关键，
应持续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对有能
力且生计转变意愿较强的移民，应有针对性地

开展就业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搭建用工信息

平台，培育东西协作劳务合作品牌，增加以工代

赈、扶贫车间以及社区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方式，
强化移民家庭就业帮扶以促进就业竞争力和生

计资本的提升。
第二，以就业带动增收，推动移民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促进移民全方位就业技能的
提升，支持移民多业态创业和多元化就业，持续

优化就业结构，做好移民基本权益的增收。在
后续扶持背景下，不同阶段的主体诉求具有动

态性。在稳定阶段治理相对贫困的移民群体，
主要是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下的经济理性和可

行性能力保障下的社会理性。在确保“四个不
摘”和“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针对农业为主
型的易地搬迁移民家庭，需重点加强其就业技

能提升，增加家有资产，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
助等帮扶措施，减低因生计不适返贫或致贫的

风险; 针对务工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的易地搬

迁移民家庭，加强相关政策指引，提供职业化、
多元化的就业技能培训，提供贷款的便利，方便

其进行自主创业，提高易地搬迁移民的内生动

力; 针对有资金且有技术的搬迁移民，支持其自

主创业和申请创业贷款，加大信贷的力度，简化

信贷程序，鼓励带动更多移民进行就业创业，同

时做好信贷质量监测和续贷管理，促进脱贫移

民小额信贷健康发展; 针对已经从事非农业生

产生活的易地搬迁移民，鼓励其将宅基地、承包
地、山林地等土地资源进行流转，维护搬迁移民
在迁出地的集体经济成员权益，实现增收与生

态建设双赢的目的。
第三，建立搬迁移民后期扶持监测评估机

制，明确监测评估体系，细化监测评估指标，动

态监测搬迁移民的返贫风险。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意

义重大，为防止大规模返贫需建立监测评估机

制，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

建立省、市、县、街道的四级动态监测评估机制，
对易地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家庭收入、社区适
应、返贫风险等因素进行监测评估，掌握易地搬
迁移民的即时信息。同时，从政策预警、移民预
警等方面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的风险预警、研
判和处置机制，及时阻断返贫风险。另外，移民
后期扶持监测评估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后期扶

持退出监督考核机制的建立，从而有利于解决

“扶多久”的问题。
第四，加强搬迁安置区的民族团结，促进搬

迁安置区各民族的多维互嵌，尤其是文化互嵌。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搬迁安置区

的社会治理需考虑城镇化集中安置过程中形成

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区结构和形成
的“民族互嵌型社区”; 需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工
作，加强教育引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社会工作站等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汉
语教学工作等来加强民族团结，以增强不同民

族移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需持续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服务设施，例如文化馆、村
史馆等。同时，依托不同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形
成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空间，推进不同民族文

化融合发展。另外，需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村规民约，形成不同民族搬迁移民的情感联

结，从而推动社区融合治理中不同民族的多维

互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进一步讨论
一是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搬迁所导致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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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重构是剧烈的。已有研究表明，水库移民的
搬迁会导致生计资本有所损伤［15］，易地搬迁对

提升其生计资本有一定贡献［23］，但搬迁安置时

间［16］、安置方式［17］等因素将对搬迁农户生计
策略的选择产生不同影响。不同类型移民的生
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3］，从乡土性的

空间性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性的剧烈空间再造

不仅没有让少数民族移民生计发展困难，还优

化了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结

构。不同的是，当前研究均表明拥有较丰富物
质和自然两类资本的农户会偏向选择以农业为

主型的生计策略，拥有较多人力、金融、社会三
类资本的农户会偏向选择非农为主型的生计策

略［21，23，30-31］。空间的转移和资源禀赋的变化是
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根本，从“新主
体陌生人社区”到剧烈空间再造［4-5，39，40-41］，少
数民族移民的空间和资源禀赋有差异，导致其

选择生计策略有差异。对于刚脱贫的少数民
族，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其生计发展的关键。同
时，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

差异，如，自然资本未对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

型的生计策略选择造成影响; 银行存款对移民

家庭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

为辅类型的转化具有负向影响，固定资产在生

计转变的影响因素与某些研究结论不一致

等［29，42］。这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生
计策略与影响因素的深层次逻辑联系。
二是此次研究基于怒江州 515户的调查数

据展开，后期应持续收集和积累数据，旨在揭示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
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动态变迁过程。另外，此
次分析着眼于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

的差异，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
影响，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搬迁距离等亦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篇幅所限，将在后续的研

究中给予关注。
三是已有的研究呼吁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的

后期扶持，而搬迁移民后期扶持的关键在于城

镇化安置后的生计发展和返贫风险治理。本研
究发现，针对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

展，在生计策略层面上推动移民生计策略的选

择和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即城镇化安置后需在

不同空间和资源禀赋上做出最优选择。然而，
这种空间和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生计策略选择和

转换，今后在什么政策、机制中得以实现? 不同
群体应该实现何种意义上的转变? 后期扶持应

该扶持多久? 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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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ivelihood Capital，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ivelihood Choice Behavio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Ｒ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CHEN Shaojun1，2，MA
Ming1，2，TAO Siji1，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2．
China Immigration Ｒesearch Center，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9．6 million people have relocat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with more than 73%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is the key to follow-up support for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15 minority households in Nujiang Prefecture in three districts and three prefectures，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were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living capital level of relocated immigrants is low
at this stage，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is in a stable recovery perio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type of labor-based agriculture supplemented and diversified
livelihoo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griculture-based labor supplemented．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physic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activity and labor as the auxiliary type，whil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the employment as the
mainstay and agriculture as the auxiliary type，and physic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and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diverse livelihoods．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agriculture-based and labor-assisted types to labor-based and
agricultural-assisted ones are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in which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assets，income，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and the numbe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agriculture-based labor-related
types to livelihood-diversified ones are physic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and human capital，in whic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housing area，amount of household assets，income，
bank loans，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and the numbe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ost-relief period for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s out of poverty，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increase credit，
increase income from land resources，deepe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and focus on
county-level industry cultiv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livelihood choi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follow-up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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